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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嵌入、
数字化转型与“一带一路”碳排放

刘　 震

(山东大学 商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摘 　 要: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战略举措,高端制造业出口

贸易和数字化转型赋能“一带一路”节能减排。利用91种高端制造产品进出口数据,构建“年

份—行业—出口国—进口国”四维数据集,形成“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矩阵,
从网络参与程度和控制能力测度各国嵌入程度,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了嵌入程度、数字

化转型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中参与

程度的提高显著增加碳排放,控制能力和数字化转型的提升会减少碳排放;高端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强化了网络参与度对“一带一路”碳排放的增加效应,并强化了控制能力的减排效应;
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能够促进节能减排;高端制造业出口

贸易网络嵌入、数字化转型对“一带一路”碳排放的影响存在规模效应、能源结构和技术水平

三个传导机制。这一研究为各国如何通过参与“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实现“一带

一路”减碳绿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并为此提出科学可行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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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年来,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峻,各国致力于在绿色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2020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

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表明中国作为能

源消耗和碳排放大国,在经济发展压力下,仍展现对节能减排的重视。中国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经过十年的耕耘,“一带一路”在全球已成为备受关注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备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

品。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要坚持开放、绿色、



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保
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

中国制造业在“大而全”的基础上也致力于结构性转型,不断提升高端制造业比重与技术水平,加
强“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分工与合作。既有研究表明,贸易与经济增长对一国碳排放呈现出较

为复杂的影响 [1-2] ,尤其是对于高耗能的高端制造业发展。如何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出

口贸易和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实现节能减碳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既有文献一方面分析

了高端制造业创新特征、影响因素以及贸易格局等,另一方面则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产业贸

易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对于如何实现“一带一路”绿色低碳发展,虽有部分研究,但鲜有研究从高端制

造业贸易网络、数字化转型角度出发,分析两者对“一带一路”碳排放的影响。基于此,“一带一路”高

端制造业出口网络嵌入程度对碳排放存在何种影响?“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否具有减排

效应?该效应是否会受到网络嵌入和数字化转型的交叉影响?该效应是否具有行业和地区异质性?

二、 文献综述

随着各国对实体经济重视程度的提升,高端制造业发展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也是一国制造转型

升级的重要抓手。首先,高端制造业重要性在于其所涵盖的创新本质 [3] ,既有文献或将高端制造业创

新过程总结为以创新要素为基础,产生创新成果 [4] ,或构建高端制造业创新指数测度模型,测度创新

水平 [5] 。其次,全球价值链视角下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引发了较多关注,如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

提升高端制造业网络地位 [6] 、RCEP 为中日韩高端制造业深度实现价值链合作提供新的契机 [7] 等。最
后,从复杂网络视角,分析全球高端制造业贸易的格局和影响因素 [8] 。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数字化转型成为产业乃至企业的竞争优势。首先,既有研究表明企业数字

化转型有助于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9] 、增强资本市场流动性 [10] 、提升企业效益 [11] 和生产率 [12] 等;其次,
数字化转型与出口贸易相关研究,包括数字化转型促进出口贸易 [13] 、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非线性

影响 [14] 、促进出口质量提升 [15] 、提高出口韧性等 [16] ;最后,数字化转型与环境相关研究,认为数字化

转型有助于企业节能减排 [17-18] 。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绿色建设方式的转变,“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绿色低碳化合作面

临着一定的挑战 [19] 。当前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和环境污染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促进国内企业绿色转型 [20] ;第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

(OFDI)是否存在“污染光环”效应 [21] ;第三,对于如何改善“一带一路”环境质量,既有研究认为,“一
带一路”倡议本身便可降低沿线城市的污染水平 [22] 以及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一带一路”环境改

善 [23] 。
综上所述,既有文献一般从贸易开放、价值链嵌入等角度分析如何实现“一带一路”节能减排和可

持续发展,而鲜有文献以高端制造业为抓手,将数字“一带一路”和绿色“一带一路”相结合,分析“一

带一路”高端制造业出口网络嵌入、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据此,本文整合了涵盖91种高端

制造产品、5个细分行业、“一带一路”沿线27个国家、2010年至2018年间“年份—行业—出口国—进口

国”四维数据集,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了“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出口网络矩阵,从网络参与程度

和控制能力两个角度测度各个国家在该网络中嵌入程度,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分析了嵌入程度、
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第一,本研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将“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

络嵌入分为节点国家在该网络中的参与程度和控制能力两个方面,从而更精准辨别“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在进行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时差异性嵌入特征,拓宽了对当前“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贸易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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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分析。第二,本研究分别探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参与程度、控制能

力及数字化转型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并对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嵌入与数字化转型是否存在交叉影

响进行验证,对既有研究进行补充。

三、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 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嵌入对“一带一路”碳排放的作用机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中嵌入程度越深,一方面代表相关国家在该贸

易网络中参与程度越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相关国家在该网络中的控制能力越强,即该国在贸易网络

中作为中间人和影响他国的能力越强。对于参与程度来说,第一,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沿线国家

积极参与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参与程度的增强意味着出口规模扩大,供给商生产及经营规模也随之

扩张。根据既有研究 [24] ,规模扩大会导致碳排放增加。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端制造业出口贸

易规模扩大促使供给企业扩张,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中涵盖较多高耗能行业,即企业扩张将增加能源消

耗,阻碍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更多的碳排放 [2] 。第三,“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发展中国家占较大比重。在生产工序碎片化与国际分工纵深发展背景

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进行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这虽然会促进出口

国经济增长,但在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式下,也易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难以实现价

值链升级和技术提升。既有研究表明 [25] ,技术水平提升有助于降低能耗水平,开发和应用清洁技术,
实现环境友好型生产转变,降低碳排放,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参与程度

负作用于技术水平提升,增加碳排放。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1:
假说 H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中参与程度越强,碳排放水平越高。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的控制能力来说,第一,在国际分工和贸易

网络中,双方交易不仅体现在贸易往来上,而且体现在双方在交易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控制能力上。“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端制造行业在出口网络中的控制力越强,表明其在国际经贸往来中更占据优势地

位,市场势力更强,也更有能力选择契合度更高的合作伙伴,从而通过出口网络,有组织有规划地实现

规模生产。这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提高固定资产使用率,提高生产效率及能

源利用率,激发规模效应的正面影响,降低“一带一路”碳排放。基于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端

制造业出口网络控制能力通过规模效应正面作用,降低碳排放。第二,出口增长有助于进出口商建立

稳定网络及信息渠道,有助于出口商了解国际规则与标准,在环境治理越发重要的全球共识下,推动

出口商在环保规则上与世界接轨,并借助其在高端制造行业贸易网络中控制能力的提升,主动选择与

高标准环保企业合作,改进自身管理方式,采用低耗能材料和技术,提高生产加工等环节中能源使用

率,提升获取新能源的可能性,优化能源结构,降低煤炭等传统能源消耗水平 [26] ,降低碳排放。基于

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端制造业出口网络控制能力通过能源结构优化效应,降低碳排放。第三,
高端制造行业出口包括中间品和最终品,中间品生产以国际碎片化分工模式为基础,以中间品贸易为

流转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中不同环节,与上下游合作伙伴在生产、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建立信息传播

和技术溢出渠道。掌握更先进的节能技术,有助于突破清洁生产技术的获取障碍,以实现碳排放的降

低 [27] ,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控制能力通过技术水平提升效应,降低碳

排放。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2:
假说 H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中控制能力越强,碳排放水平越低。

(二) 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一带一路”碳排放的作用机制

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一带一路”碳排放的影响存在规模效应、能源结构优化以及技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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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具体来看,第一,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引入以计算机、服务器及相关设备为载体的

数字技术。这些设备本身具有耗电、耗能的特点;同时以信息与通信技术( ICT)为代表的硬软件存在周

转率较高,寿命较短,更新换代速度较快的特征。因此,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通过规模扩

张,增加能耗,使碳排放水平提高 [28-29] 。另外,数字技术优势体现在与其他传统行业的融合贯通上。在
大数据、云计算及机器学习等数字技术推动下,高端制造业运用数据资源在设计、研发、生产、物流、运
输、库存和销售等多个环节通过科学管理、要素重新整合和资源配置优化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实现生

产效率提升、优化能源利用率,激发规模效应的正面影响,降低“一带一路”碳排放。结合以上研究,可
发现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规模效应同时存在正向和负向影响,借鉴既有研究 [30-31] ,本文认为正向

作用强于负向作用,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规模效应的正面作用,降低碳

排放。
第二,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体现在“传统产业 +数字技术”上 [32] ,一方面改变了传统高端制造

业的生产与销售方式。例如,过去在市场调研、设计、加工制造等环节中,企业为开拓市场,需到实地进

行调研考察;当存在设计和咨询需求时,需与专业团队进行面对面交流;在加工制造时,也需要对生产

过程随时监督。这些都会产生出行和运输服务需求,加大传统能源消耗,增加碳排放。而数字化转型则

可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及3D 打印技术等,对这些环节进行改进,减少实地出行与运输,减少物理移

动,改善能源结构 [33] ,降低碳排放水平。另一方面,深度脱碳的关键在于电气化水平提升 [18] 。清洁能源

和电气化源自大自然,具有难以掌控、存储和运用的特点 [34] ,因此科学合理推进电气化进程需技术支

撑。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借助网络科技,实现自动化、智能化和电气化升级,有效推进电气化进程,
有步骤有规划地逐步替代传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降低碳排放水平。

第三,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借助互联网平台推动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贸易新模式 [35] ,
促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直接对接,使供给端能够获取消费端反馈的第一手资料,有助于供给端根据

个性化需求对产品生产和经营模式进行调整,根据真实精准的反馈信息,提升产品质量、生产效率,提
高技术水平;同时,网络平台减少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降低了中小企业进入销售市场的难度 [36] ,形
成企业广泛参与模式,激发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为企业间技术分享与交流创造条件,提升技术水平。另
一方面,高端制造业本身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特点,同时数字技术具有外溢性和渗透性,因此,高端

制造业与数字技术更易实现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不仅会融入该企业、该行业,并且通过国际分工延伸

至上下游行业,促进技术外溢,实现技术联动提升 [37] 。同时,行业内部分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也会倒

逼其他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保持市场竞争优势。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技术水平提升,则会

促进相关企业、行业提升生产效率、获取更多收益,更容易创新开发节能及清洁技术,降低碳排

放 [38-39]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3:
假说 H3: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碳排放水平越低。

四、 实证检验

(一) 研究设计

为验证“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嵌入、数字化转型对“一带一路”碳排放的影响,基
准模型设定如下:

CSTR ct = β0 + β1OUTDE ict + β2STHOLE ict + β3DIGTRA ict + ∑α kX ict + λ c + θ i + ρ t + ε ict (1)

其中,下标 c、i 和 t 分别代表国家、高端制造细分行业及年份,λ c、θ i 和 ρ t 分别代表国家固定、行业

固定及年份固定效应,ε ict代表随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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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c 在 t 年的碳排放水平(CSTR),以碳强

度表示,通过 CO2 排放量除以国内生产总值计算而得 [40]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研究区间为

2010—2018年。
2. 核心解释变量。(1) “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嵌入指标测算。参考既有研究 [8] ,结合

OECD 对制造业技术水平分类, 本研究选 取 91 种 高 端 制 造 业 产 品 类 别, 其 贸 易 数 据 来 自 UN-
COMTRADE,根据 ISIC Rev. 3编码,将这些产品贸易数据汇总至5个高端制造业细分行业,分别为飞机

和航空器(编码为353),制药(2423),办公、会计和计算机器(30),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32)以及医

疗、精密光学仪器(33)。考虑数据可得性,本研究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限定在27个国家,①最终构建

涵盖了91种产品、5个细分行业、27个国家、9年间的“出口国—进口国—行业—年份”四维数据集。
既有研究表明 [8] ,世界各国高端制造业贸易存在复杂网络关系,因此本文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

刻画“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贸易的现实特征。具体来说,基于上文所构建的四维数据集,以本研究选

取的“一带一路”27个沿线国家为网络节点,以节点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为边界,以具体贸易值为权重,
构建“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矩阵 N,其中矩阵中第 i 行、第 j 列的元素 n ij为第 i 国出口至第 j
国的高端制造业贸易量,由此形成2010—2018年“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出口网络矩阵,从而精准描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端制造业的现实情况。
为捕捉“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中节点国家的个体特征,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c 在 t

年的高端制造细分行业 i 出口贸易网络嵌入水平,基于既有研究 [41-42] ,嵌入指标从出强度②(OUTDE)
和结构洞③(STHOLE)两个维度衡量,出强度指标代表“一带一路”沿线节点国家在高端制造业出口贸

易网络中的参与程度,结构洞指标表示节点国家在该网络中的控制能力,从而更充分刻画“一带一路”
沿线节点国家在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中的特征与地位。

(2)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该解释变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c 在 t 年的高端制造细分行

业 i 数字化转型水平(DIGTRA),借鉴既有研究 [18] [43] ,具体计算公式为:DIGTRA ict = CDIG it × DINP ict。
其中,CDIG it代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年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NP ict表示该国高端制造细分

行业 i 在该年度数字化投入水平。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年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结合网

络就绪指数设定规则,借鉴既有研究 [18] ,本文构建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如表1
所示),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测度。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端制造细分行业各年度数字

化投入水平,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年度高端制造细分行业中数字行业投入占总投入比重进

行衡量 [14] ,数据来自 OECD 投入产出表( ICIO)。
3. 控制变量。为规避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基于既有研究,本文分别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GDP) [1] ;通货膨胀率( INFLA);城市化水平(URBANO),以各国各年度城

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衡量 [44] ;制造业发展水平 (MANU),以各国各年度制造业产值衡量;汽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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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考虑 OECD 的 ICIO 表中数据,选取27个国家:捷克、爱沙尼亚、以色列、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斯洛

文尼亚、土耳其、文莱、保加利亚、柬埔寨、中国、克罗地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

宾、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出强度公式: Outde( v i) = ∑
n

i = 1,i≠ j
w iout ,其中 w i表示顶点 v j与其他顶点的出边上的权值,该值越大,表示在网络中

参与程度越高。
结构洞指的是网络中非冗余的联系,能够有助于占据者在网络中获取“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该值越大,表

示在网络中控制能力越强。



(PETROL);制造业集聚水平(MANUCLUS) [45] ,借助区位熵方法,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集

聚水平;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宗教、经济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本研究中加入各国

各年度政治稳定度(POLIST)、法治水平(LAWD)和腐败水平(CORUP)三个变量以控制“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差异性特征。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UNCTAD、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研究区间为

2010—2018年。

表1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权重
数据来源

数字

经济

发展

水平

数字基础设施 1 / 3

数字产业竞争强度 1 / 3

数字投入水平 1 / 3

互联网普及率 1 / 4
固定宽带普及率 1 / 4
移动网络覆盖率 1 / 4

安全网络服务器覆盖率 1 / 4
高新技术出口占比(占制成品的比重) 1 / 4
ICT 产品出口(占产品出口额比重) 1 / 4
ICT 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额比重) 1 / 4
计算机、通信与其他服务出口占比 1 / 4

数字制造投入占总投入比重 1 / 2
数字服务投入占总投入比重 1 / 2

WDI

WDI

ICIO

　 　 注: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制作。

(三) 基准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

表2检验的是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嵌入、数字化转型对“一带一路”碳排放的影响。通过逐渐

增加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保持显著稳健性。“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在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中的出强度(OUTDE)对碳排放(CSTR)的影响显著为负,即出强度每增长1
个单位,碳排放显著增加0. 4% ;结构洞(STHOLE)对碳排放影响显著为负,即结构洞指标每增长1个单

位,碳排放显著减少3. 7% ;数字化转型(DIGTRA)对碳排放影响显著为负,即数字化转型指标每增长1
个单位,碳排放显著减少0. 3% 。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中的出强度越高,
“一带一路”碳排放越多;结构洞越高,碳排放越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越高,碳排放越少。因此,假说 H1、H2、H3得到证实。

表2　 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嵌入、数字化转型对“一带一路”碳排放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6) (7)

OUTDE 0. 006∗∗∗

(0. 001)
0. 005∗∗∗

(0. 001)
0. 005∗∗∗

(0. 001)
0. 005∗∗∗

(0. 001)
0. 004∗∗∗

(0. 001)
0. 005∗∗∗

(0. 001)
0. 004∗∗∗

(0. 001)

STHOLE - 0. 053∗∗

(0. 022)
- 0. 043∗∗

(0. 022)
- 0. 040∗∗

(0. 020)
- 0. 036∗∗

(0. 020)
- 0. 035∗∗

(0. 020)
- 0. 037∗∗

(0. 020)
- 0. 037∗∗

(0. 020)

DIGTRA - 0. 005∗∗∗

(0. 001)
- 0. 006∗∗∗

(0. 001)
- 0. 004∗∗∗

(0. 001)
- 0. 003∗∗∗

(0. 001)
- 0. 003∗∗∗

(0. 001)
- 0. 003∗∗∗

(0. 001)
- 0. 003∗∗∗

(0. 001)

GDP - 0. 007∗∗∗

(0. 001)
- 0. 021∗∗∗

(0. 002)
- 0. 019∗∗∗

(0. 001)
- 0. 019∗∗∗

(0. 002)
- 0. 019∗∗∗

(0. 002)
- 0. 020∗∗∗

(0. 002)

INFLA - 0. 003∗∗∗

(0. 001)
- 0. 001
(0. 001)

- 0. 001
(0. 001)

- 0. 001
(0. 001)

- 0. 001
(0. 001)

- 0. 001
(0. 001)

URBANO 0. 054∗∗∗

(0. 004)
0. 047∗∗∗

(0. 005)
0. 045∗∗∗

(0. 005)
0. 046∗∗∗

(0. 005)
0. 048∗∗∗

(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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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变量 (1) (2) (3) (4) (5) (6) (7)

MANU 0. 028∗∗∗

(0. 008)
0. 025∗∗∗

(0. 008)
0. 025∗∗∗

(0. 008)
0. 025∗∗∗

(0. 008)
0. 024∗∗∗

(0. 008)

PETROL
- 0. 005
(0. 018)

- 0. 018
(0. 019)

- 0. 012
(0. 019)

- 0. 020
(0. 019)

MANUCLUS 0. 246∗∗∗

(0. 055)
0. 225∗∗∗

(0. 055)
0. 230∗∗∗

(0. 055)
0. 234∗∗∗

(0. 055)

POLIST 0. 049∗∗∗

(0. 016)
0. 061∗∗∗

(0. 016)
0. 061∗∗∗

(0. 016)

LAWD - 0. 085∗∗∗

(0. 029)
- 0. 116∗∗∗

(0. 032)

CORUP 0. 057∗∗

(0. 027)

常数项
0. 586∗∗∗

(0. 019)
0. 639∗∗∗

(0. 020)
- 2. 455∗∗∗

(0. 257)
- 2. 335∗∗∗

(0. 258)
- 2. 173∗∗∗

(0. 262)
- 2. 233∗∗∗

(0. 262)
- 2. 349∗∗∗

(0. 267)

观测值 1215 1215 1215 1215 1215 1215 1215

控制国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 102 0. 162 0. 270 0. 283 0. 289 0. 295 0. 29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 、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下同。

(四) 稳健性检验

1. 稳健性检验 I:内生性处理。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本研究在基准模型中引入被解释

变量的滞后一期,借助系统 GMM 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表3第(1)列中。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
在基准模型中分别引入三个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借助系统 GMM 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表3第(2)
(3)(4)列中。结果表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同时,由于 Bartik 工具变量可以有效解决由遗漏变量、反
向因果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46] 。本文借鉴赵奎等 [46] 的做法,使用份额移动法构造 Bartik 工具变量,即
使用核心解释变量的初始份额构成及其增长率来模拟出各年度的估计值。Bartik 工具变量由于与核心

解释变量高度相关,且满足外生性要求,因此具有其合理性,实证结果显示在表3第(5)列中,结果排除

了工具变量的弱识别问题,证实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3　 内生性处理

变量 (1) (2) (3) (4) (5)

OUTDE 0. 003∗∗∗

(0. 001)
0. 003∗∗∗

(0. 001)
0. 003∗∗∗

(0. 001)
0. 003∗∗∗

(0. 001)

STHOLE - 0. 036∗∗∗

(0. 001)
- 0. 035∗∗∗

(0. 001)
- 0. 038∗∗∗

(0. 001)
- 0. 035∗∗∗

(0. 001)

DIGTRA - 0. 004∗∗∗

(0. 001)
- 0. 004∗∗∗

(0. 001)
- 0. 003∗∗∗

(0. 001)
- 0. 004∗∗∗

(0. 001)

BARTIK_IV outde
0. 004∗∗∗

(0. 001)

BARTIK_IV sthole
- 0. 033∗∗∗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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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变量 (1) (2) (3) (4) (5)

BARTIK_IVdigtra
- 0. 005∗∗∗

(0. 0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0. 105∗∗∗

(0. 001)
- 0. 021∗∗∗

(0. 001)
- 0. 015∗∗∗

(0. 001)
- 0. 022∗∗∗

(0. 001)
- 3. 213∗∗∗

(0. 067)

观测值 1080 1080 1080 1080 1215

控制国家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AR(1) 0. 001 0. 002 0. 002 0. 002 ———

AR(2) 0. 392 0. 453 0. 431 0. 440 ———

P 0. 887 0. 876 0. 886 0. 886 ———

R2 ——— ——— ——— ——— 0. 458

2. 稳健性检验 II:核心变量的替换。在被解释变量方面,本研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年的

CO2排放量除以人口数替代,结果显示在表4第(1)列中;在解释变量方面,分别以高端制造业出口贸

易网络中特征向量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作为出强度和结构洞指标的替代变量 [41] ,结果显示在表4第
(2)(3)列中。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与基准模型检验一致,
表明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3. 稳健性检验 III:估计模型替换。本研究分别以 FGLS 及自助法(Bootstrap)两种方法对基准模型

进行检验,结果分别显示在表4第(4) (5)列中。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系数的方

向和显著性与基准模型检验一致,表明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核心变量替换

变量
核心变量替换 估计模型替换

(1) (2) (3) (4) (5)

OUTDE 0. 012∗∗

(0. 006)
0. 003∗∗∗

(0. 001)
0. 004∗∗∗

(0. 001)
0. 002∗∗

(0. 001)
0. 004∗∗

(0. 002)

STHOLE - 0. 181∗∗

(0. 089)
- 0. 030∗∗∗

(0. 007)
- 0. 002∗∗

(0. 001)
- 0. 015∗

(0. 008)
- 0. 037∗

(0. 020)

DIGTRA - 0. 006∗∗

(0. 003)
- 0. 003∗∗∗

(0. 001)
- 0. 003∗∗∗

(0. 001)
- 0. 002∗∗

(0. 001)
- 0. 004∗∗

(0. 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12. 53∗∗∗

(1. 509)
- 2. 414∗∗∗

(0. 270)
- 2. 367∗∗∗

(0. 268)
- 3. 001∗∗∗

(0. 328)
- 2. 349∗∗∗

(0. 384)

观测值 1215 1215 1215 1215 1215

控制国家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Wald — — — 8709. 60 912. 86

R2 0. 453 0. 290 0. 297 0.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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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扩展分析

(一) 交互效应检验

为验证“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嵌入与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间是否存在交互效

应,本文分别构建出强度(OUTDE)与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交叉项,以及结构洞( STHOLE)与
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交叉项,以此检验嵌入度与数字化转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如表5列(1)
(2)所示。第(1)列加入出强度与数字化转型的交叉项,结果显示,交叉项显著为正,出强度显著为正,
数字化转型显著为负;第(2)列加入结构洞与数字化转型交叉项,结果显示,交叉项显著为负,结构洞

显著为负,数字化转型显著为负。这表明,出强度与数字化转型的交叉作用增加了碳排放,结构洞与数

字化转型交叉作用减少了碳排放。对此的解释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端制造出口网络中参与程

度与数字化转型的交叉作用更多通过贸易规模的增长,激发规模效应,提升制造业数字化强度,增加

了耗能;贸易参与度增加所引发的比较优势固化,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难以根据自身发展战略,主
动选择将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相结合,也就难以实现能源结构优化和技术提升。因此,贸易网络参与

度与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交叉作用增加了“一带一路”碳排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端制造

出口网络中的控制能力与数字化转型的交叉作用则更倾向于激发规模效应的积极影响,这是由于节

点国家在贸易网络中的控制能力表示该国在该网络中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具有较强的资源配置能

力,通过聚集、协调和调配异质性要素,主动进行数字化转型,有规划有目标有步骤地实现效率提升、
能源结构优化和技术提升。因此,贸易网络控制能力与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交叉作用降低了“一

带一路”碳排放。

(二) 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性,本文按照 OECD 的划分标准,将沿线国家分为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构建虚拟变量 DEV,并将其与出强度、结构洞和数字化转型分别进行交叉,结果

如表5第(3)(4)(5)列。结果显示,“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出强度与该节点国家是否为发展

中国家的交互项(OUTDE × DEV)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深度参与“一带一路”高端

制造业贸易网络更能发挥规模效应对于“一带一路”碳排放的积极作用。这是由于“一带一路”倡议为

沿线国家提供了多形式的合作机制,特别是对于内生性动力不强的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以互

利共赢为合作理念,注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致力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数字基础设施,为这

些国家经济起飞提供坚实基础和发展机遇。因此,发展中国家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高端制造业贸

易合作的动力更强,更倾向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寻求机遇进行数字化转型,发挥规模效应的积极效

应,促进能源结构改善,促进技术进步,最终实现“一带一路”碳排放降低。

表5　 交互效应及异质性检验

变量
交互效应检验 异质性检验

(1) (2) (3) (4) (5)

OUTDE × DIGTRA 0. 002∗∗

(0. 001)

STHOLE × DIGTRA - 0. 004∗∗

(0. 002)

OUTDE × DEV - 0. 006∗∗∗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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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变量
交互效应检验 异质性检验

(1) (2) (3) (4) (5)

STHOLE × DEV
0. 019

(0. 032)

DIGTRA × DEV
- 0. 050
(0. 036)

OUTDE 0. 004∗∗∗

(0. 001)
0. 004∗∗∗

(0. 001)
0. 007∗∗∗

(0. 001)
0. 004∗∗∗

(0. 001)
0. 004∗∗∗

(0. 001)

STHOLE - 0. 037∗

(0. 020)
- 0. 034∗

(0. 020)
- 0. 035∗

(0. 020)
- 0. 047∗

(0. 027)
- 0. 039∗

(0. 020)

DIGTRA - 0. 012∗∗

(0. 005)
- 0. 006∗∗

(0. 003)
- 0. 069∗∗∗

(0. 024)
- 0. 170∗∗∗

(0. 025)
- 0. 161∗∗∗

(0. 0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2. 366∗∗∗

(0. 267)
- 2. 358∗∗∗

(0. 267)
- 2. 251∗∗∗

(0. 261)
- 2. 350∗∗∗

(0. 267)
- 2. 319∗∗∗

(0. 268)
观测值 1215 1215 1215 1215 1215

控制国家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 301 0. 299 0. 331 0. 299 0. 300

(三) 影响机制检验

为验证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嵌入、数字化转型与“一带一路”碳排放间的作用机制,基于既有

研究 [47] ,本研究选取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化石燃料能耗占能源使用总量比重以及技术复杂度

分别作为规模效应(MANUGD)、能源结构(FOFUEN)和技术效应( TECH)的衡量指标,并构建中介模

型进行检验。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化石燃料能耗占能源使用总量比重指标来自世界银行

数据库;同时,借鉴既有研究 [48] 从增加值贸易视角测算技术复杂度指标。公式如下:

TECH i = ∑
k

j = 1

VAX ij + RDV ij

∑ k

j = 1
(VAX ij + RDV ij)

{ × ∑
n

i = 1

(VAX ij + RDV ij) /∑ n

i = 1
(VAX ij + RDV ij)

∑ k

j = 1
(VAX ij + RDV ij) /∑ n

i = 1
(VAX ij + RDV ij)[ ]

{ } × Y i}
(2)

其中,i 为国家,j 为产业,k 为产业内行业数,n 为经济体数量;VAX ij表示一国某产业出口增加值;
RDV ij表示一国某产业返回的出口增加值;Y i 为一国人均 GDP。

表6展示了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嵌入、数字化转型与“一带一路”碳排放是否存在规模效应、
能源结构和技术水平三个传导机制。第(1)列为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嵌入、数字化转型对“一带一

路”碳排放影响的基准模型,第(2)列验证出强度、结构洞和数字化转型对贸易规模的影响,第(3)列

验证出强度、结构洞、数字化转型和贸易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对比(1)(2) (3)列可知,出强度对碳排

放为显著正向影响,结构洞和数字化转型对碳排放为显著负向作用;出强度、结构洞和数字化转型对

贸易规模都存在显著正向作用,说明三个解释变量都存在规模效应;同时,在基准模型中加入贸易规

模变量后,验证了贸易规模对碳排放的显著负向影响,出强度、结构洞和数字化转型系数都下降,且数

字化转型指标显著性也下降,规模效应得到证实。
第(4)列验证出强度、结构洞和数字化转型对能源结构的影响,第(5)列验证出强度、结构洞、数

字化转型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对比(1) (4) (5)列可知,出强度对碳排放为显著正向影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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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洞和数字化转型对碳排放为显著负向作用;出强度对能源结构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即出强度恶化了

能源结构,而结构洞和数字化转型对能源结构为显著负向作用,即这两个变量优化了能源结构;同时,
在基准模型中加入能源结构变量后,验证了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显著正向影响,出强度系数下降,且
结构洞和数字化转型系数指标不再显著,能源结构机制得到证实。

第(6)列验证出强度、结构洞和数字化转型对技术水平的影响,第(7)列验证出强度、结构洞、数
字化转型和技术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对比(1) (6) (7)列可知,出强度对碳排放为显著正向影响,结
构洞和数字化转型对碳排放为显著负向作用;出强度对技术水平存在显著负向作用,即出强度降低了

技术水平,而结构洞和数字化转型对技术水平为显著正向作用,即这两个变量提升了技术水平;同时,
在基准模型中加入技术水平变量后,验证了技术水平对碳排放的显著负向影响,出强度系数下降,且
结构洞和数字化转型系数指标不再显著,技术效应机制得到证实。

综上,中介模型的实证检验证实了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嵌入、数字化转型与“一带一路”碳排

放存在规模效应、能源结构和技术水平三个传导机制。

表6　 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
(1)

CSTR

MANUGD FOFUEN TECH
(2) (3) (4) (5) (6) (7)

MANUGD CSTR FOFUEN CSTR TECH CSTR

OUTDE 0. 044∗∗∗

(0. 001)
0. 022∗∗

(0. 012)
0. 004∗∗∗

(0. 001)
0. 021∗∗

(0. 010)
0. 004∗∗∗

(0. 001)
- 0. 010∗∗

(0. 005)
0. 006∗∗∗

(0. 001)

STHOLE - 0. 037∗

(0. 020)
0. 007∗∗

(0. 003)
- 0. 033∗

(0. 020)
- 0. 032∗∗

(0. 015)
- 0. 028
(0. 020)

0. 006∗∗

(0. 003)
- 0. 032
(0. 021)

DIGTRA - 0. 003∗∗∗

(0. 001)
0. 002∗∗

(0. 001)
- 0. 002∗∗

(0. 001)
- 0. 009∗∗∗

(0. 001)
- 0. 001
(0. 001)

0. 005∗∗∗

(0. 001)
- 0. 001
(0. 001)

MANUGD - 0. 218∗∗∗

(0. 045)

FOFUEN 0. 262∗∗∗

(0. 036)

TECH - 0. 051∗∗

(0. 02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2. 349∗∗∗

(0. 267)
3. 126∗∗∗

(0. 180)
- 1. 668∗∗∗

(0. 299)
- 3. 242∗∗∗

(0. 225)
- 3. 198∗∗∗

(0. 285)
13. 28∗∗∗

(0. 206)
- 1. 646∗∗∗

(0. 636)
观测值 1215 1215 1215 1215 1215 1080 1080

控制国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 299 0. 177 0. 314 0. 292 0. 333 0. 421 0. 352

六、 结论与启示

“一带一路”低碳发展是实现“绿色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本研究将

“数字丝绸之路”与“绿色丝绸之路”相结合,构建涵盖了91种高端制造产品、5个细分行业、“一带一

路”沿线27个国家、2010年至2018年间“出口国—进口国—行业—年份”四维数据集,借助社会网络分

析法,形成“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矩阵,从网络参与程度和控制能力两个角度测度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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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该网络中的嵌入程度,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分析了嵌入程度、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之间的

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参与程度促进“一带一路”碳排

放增加,控制能力和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会显著降低碳排放;(2)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强化

了网络参与度对“一带一路”碳排放的增加效应,并强化了控制能力的减排效应;(3)发展中国家深度

参与“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能够促进节能减排;(4)高端制造业出口贸易网络嵌入、数字化

转型对“一带一路”碳排放的影响存在规模效应、能源结构和技术水平三个传导机制。
以上研究结果对推动“一带一路”节能低碳发展有几点政策启示:(1)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顶

层设计优势,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中嵌入程度的提升。具体来看,一
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下高层互访、常态化沟通机制的建立,深入了解并精准匹配各国在高端制

造业的供需情况,以低成本、高效率实现“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贸易精准对接,激发并强化沿线国家

在参与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时所产生规模效应的积极影响,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实现“一带一路”节
能减排;另一方面,沿线国家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论坛与会议,这不仅能增强自身影响力,
而且有助于与其他国家建立深度合作关系,拓宽充当中间人的渠道,从而增强本国对相关资源和要素

的控制能力,以促进低碳发展。(2)加强软硬件建设,推动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体来看,在硬件方

面,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同时推进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陆缆与海底

光缆为依托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高端制造业形成有机互动,为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基础,从
而有效发挥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减排优势。在软件方面,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相关企业提供良

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制定相关政策,如减税优惠等,鼓励高端制造企业进行基础研发,加强企业实行数

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从而加快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以发挥其节能低碳的优势。(3)发展中国

家应积极参与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结合研究结果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程度的

提升,即可实现低碳转变。因此,中国应发挥本国基础设施建设优势,并将其辐射至其他发展中国家,
为这些国家进行高端制造业贸易扫除障碍,疏通渠道,发挥规模效应的积极影响,促进能源结构改善,
促进技术进步,实现“一带一路”碳排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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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nd Manufacturing Export Network Embeddednes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of “ the Belt and Road”

LIU Zhen

(School of Business,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264209, China)

Abstract: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s a key measure of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 the Belt
and Road” . High-end manufacturing export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fluences emission reduction of the “ the Belt and
Road” . Based on the trade data of 91 high-end manufacturing product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our-dimensional dataset of
“ year / industry / exporter / importer” , forms the “ the Belt and Road” high-end manufacturing export network matrix, meas-
ures the embeddedness of countries from network participation to control ability,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bed-
dednes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countries a-
long the “ the Belt and Road” in high-end manufacturing trade network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im-
provement of control capabilit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duces carbon emission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nd man-
ufacturing industry has strengthened the increasing effect of network particip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of the “ the Belt and
Road”, and strengthened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control capability. Developing countries deep participation in the
“ the Belt and Road” high-end manufacturing trade network can cause emission reduction. The impact of high-end manufactur-
ing export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of the “ the Belt and Road” has three transmis-
sion mechanisms: scale effect, energy 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level.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to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of the “ the Belt and Road”, and proposes scientific and feasible
policies.

Key words: high-end manufacturing trade network;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the Belt and Road”
carbon emission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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